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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说：“学术还是要往前开，还是得顺着顾（亭林）、黄（黎州）、王（船山）的理想往

前开外王。”[1]可以说，明末清初三大儒黄、顾、王是我们今天须一再探寻的思想大家，因为由他们所开

启的对中国传统思想诸多问题的反思与重建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以王船山运用

“理一分殊”来诠释《大学》“明德与新民”关系（简称“明新”关系）为例，考察船山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

思与重建，以期呈现儒家政治哲学自我更新的思想活力，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

转化问题。

一、“理一分殊”：《大学》“明新”关系

在宋明理学中，“理一分殊”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所谓“《西铭》明理一

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2]。针对弟子杨时的问题（张载《西铭》中所说的“民胞物与”与墨子的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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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是否相同？），程颐特意提出“理一而分殊”来界定张载《西铭》一篇的精神主旨，认为《西铭》一篇既

强调“理一”，又不忘“分殊”，而墨子主张爱无差等是孟子所说“二本”，与《西铭》“民胞物与”思想不一

致。自此，“理一分殊”便成为洛学重要的论题之一。洛学中“理一分殊”的内涵基本是承继程颐的解

释，用来说明人各亲其亲与“民胞物与”之关系，其用意在于说明我们各亲其亲，同时，不忽略仁民与爱

物。因此，当代新儒家刘述先指出这一层次上的“理一分殊”主要是在伦理学意义上使用的[1]。

作为二程四传弟子，南宋大儒朱熹不仅承续伊川《西铭》“理一分殊”解释，而且把“理一分殊”放在

理气关系中加以运用，借此解释太极与万物之一多关系问题，他指出：“‘理一分殊’含天地万物而言，

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2]

可以说，“理一分殊”基本是在上述伦理学和理气关系中使用的。直至明末大儒王船山创造性地

把“理一分殊”用于诠释《大学》“明德与新民”之关系：“于德言明，于民言新，经文固自有差等。……圣

贤之道，理一分殊。”[3]在此，船山指出《大学》经文明明是在“德”字前用一个“明”字，在“民”字前加一个

“新”字，所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要说明“明德”与“新民”是有“差等”的。船山这一说法针对的是朱熹后

学黄勉斋径直以齐家之“孝悌慈”为“明明德”，指出：“明明德之事，经文所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缺一不成，《章句》分明言之。……如但以保赤子之慈，而即可许之明明德，则今之妇妪，十九而明

其明德矣。”[4]也就是说，按照《大学》经文和朱子《大学章句》都明确指出“明明德之事”是格致诚正，如

果仅以爱养孩子的慈爱为“明明德”，那么今天平常妇人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照此说法，十有八九都

能“明其明德”了。因此，船山才用“理一分殊”这一对范畴来规范“圣贤之道”，断不至于把平常妇人养

育孩童之恩德等同于天地生生之大德。此即船山所谓“《大学》一书，自始至终，其次第节目，统以理一

分殊为之经纬”[5]，此是说，《大学》一书自始至终的思想架构就是以“理一分殊”为经纬而串起来的。

可见，在船山看来，《大学》“明德”与“新民”之关系理应是“理一分殊”。分别而言，《大学》无疑强

调“明德”与“新民”之“理一”，但同时也没有忽视两者之“分殊”[6]。因此，船山指出：“《大学》之教，理一

分殊。本理之一，则众善同原于明德，故曰‘明德为本’。因分之殊，则身自有其身事，家自有其家范，

国自有其国政，天下自有其天下之经。”[7]具体而言，前一句是指朱子《大学章句》中“明德为本”的说法，

其理论层面的依据就在于“明德”与“新民”原本于“理一”。所谓“理一”是说，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

“新民”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或者说合法性依据与“明德”修身活动“同原于明德”。而所谓“分殊”是指

《大学》同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自具有不同的事为和功夫，《大学》绝不是讲“德之既明，而

天下即无不平”，“明德”与“新民”是各有自身不同之事为与功夫的。如若不然，“则《大学》之道，一明

德尽之，而何以又云‘在新民’乎？又况为格、为致、为诚、为正者，未尝有以及乎民，而遽期夫人土财用

之归，是以其心身之学，坐弋崇高富贵之货，抑异夫先事后得、成章后达之教者矣”[8]。船山指出，《大

学》“明德”功夫专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这些“修身”功夫，其效验只是做到修明自身，并没有一句话

涉及“新民”层面，而且如果只做“修身”功夫便遽然期望“人土财用”等方面的治国效验，这难道不是以

一己的“身心之学”作为诱饵和手段以求达到“崇高富贵”之目的？简言之，《大学》既然在“明德”之后

[1]刘述先：《理一分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南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3][4][5][7][8]〔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六），〔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3页，第433页，第443
页，第443页，第443页。

[6]笔者曾撰文论述朱子、阳明和船山对《大学》“明德与新民”关系的不同诠释，对船山此说也略有论述。详见孙钦

香：《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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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特意说个“新民”，可见“新民”是有自身之事为即自身之功夫内容的，不然《大学》只需说一个“明

德”，便可达到己修与人治的效验，何必又说个“新民”？这便是《大学》“明德”与“新民”之“分殊”关系。

同时，船山指出朱子“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这一诠释本身便表明《大学》“明德”与“新民”是有“分

殊”的，他通过对“本与末”这对概念的解读来具体论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在他看来，所谓“由本生末”，

固然是说“末”是“本”所生发出来的，但并不是说有“本”自然而然便有“末”，所谓“末者，本之所生，非

本之所必有也”，两者关系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非有末而无本，亦非有本而即有末，互相为有而各有其

有也”[1]。换言之，“本末”关系的表述已然包含“分殊”关系。也就是说，以朱子“明德为本，新民为末”

这一诠释来说，固须致力于“明德”这一根本之培养，但这个“根本”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新民”这一“枝

末”的结果，还须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功夫，才能收“新民”之效验。

因此，船山接着论述道：“夫明德为新民之本，而非早可计其效于民新，故身修之后，必三累而至乎

天下平。则新民者固原本于已明之君德，而必加之以齐治平之功。岂德之既明，而天下即无不平乎？

故格致诚正，其报成在身修，而修齐治平之底绩在天下平。是以明德、新民，理虽一贯，而显立两端，如

日月之并行而不悖。”[2]在此，船山明确点出“已明之君德”这一概念，将“明德为本”的政治哲学意蕴进

一步凸显，即是说，所谓“明德为本”具体含义是指新民活动原本于“已明之君德”。简言之，“已明之君

德”是齐、治、平活动之本。而且，船山再次强调绝不是“明德”便意味着天下平，因为“明德”之格、致、

诚、正功夫，其效验在“身修”，而要达到天下平，必须再加上“齐、治、平之功”，所以“明德、新民，理虽一

贯，而显立两端”。

归结而言，在船山看来，《大学》“明德”与“新民”的关系应该是“理一”而又“分殊”。换言之，修己

与治人之关系可用“理一分殊”来表述。具体来说，修己与治人在道理层面上是“理一”关系，治人的政

治活动与修己的道德活动都源自一个根本原则，天所与人者即《大学》“明德”，此“明德”不仅为修身道

德活动的原则，亦是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据此，政治世界的展开才要求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

修身为政治活动的根本所在，即所谓“修明君德为本”，而礼乐刑政为“枝末”；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政

治世界的开展也必须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绝不能以执政者的道德修养作为手段或者诱饵来寻求

国家、天下的治平。因此，船山用“理一分殊”来诠释《大学》“明新”之结构，既坚守儒家政治哲学的基

本理念，同时给予政治活动重要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明德”与“新民”的关系为“理一”而“分殊”。

二、政治与道德之分合：“原本仁义”与“慎乎德”

如上所述，船山运用“理一分殊”这一范畴来论述《大学》“明新”关系，论证修己与治人这两类活动

分享“理一”，在《读通鉴论》中，船山提出“原本仁义”的观点，将《大学》诠释中的“理一”内涵明确定义

为“仁义”。

船山指出：“帝王立法之精意寓于名实者，皆原本仁义，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3]此

是说，古帝王所创立的礼乐刑政等制度措施，其精意就在原本“仁义”而行。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政策

法规等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原本“仁义”，才能安定民众的志向，才能使民众养成良好的德行，也才能使

政治活动达到化行俗美、政通人和之极致。接着又指出，如果君王不能做到按照仁义原则行事，那么

就不能保有其国家；如果大臣不能按照仁义而行事，就不能保存其身家性命。在此意义上，船山说“恻

[1]〔明〕王夫之：《春秋家说》，《船山全书》（五），〔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4页。

[2]〔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443页。

[3]〔明〕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十），〔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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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之心”是家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1]。可以说，此处“原本仁义”的提法很好地界定了船山《大学》诠

释中“明德”与“新民”之“理一”的具体含义。在船山看来，天所命与人的“仁义”不仅是修己道德活动

的根本原则，也是治人政治活动的根本依据。

由此，在船山看来，儒者之所以这么用心地来阐述所谓天命和心性等形而上问题，根本目的就是

为了论述修己与治人实践活动的根源与根据。他对宋代诸先生极力阐扬天道与性命之理持充分肯定

之见，认为宋代诸先生能够“推本于天，反求于性”，这才是“立身扬名之至德”，才是“内圣外王之大

道”[2]。此是说，宋代理学家们之所以去探讨天理、性命等形而上问题，是因为如果不弄清楚这些根本

道理，就不能阐明“立身扬名之至德”，也不能阐明“内圣外王之大道”。换言之，宋代诸大儒之所以用

心于天命、天道、仁义之性等形而上问题的阐发，其用意是为修己与治人实践活动寻找“何以如此”的

根本原则。

由上可见，船山承继孔孟以来的儒家政治哲学理念，论述修己与治人实践活动均原本于同一个根

本之理“仁义”。换言之，“仁义”不仅是修身之道德哲学的根本原则，而且是治国平天下之政治哲学的

根本之理。这便是船山在《大学》诠释中“明新”之“理一”关系的贴切内容。此可谓儒家传统的“政治

与道德（德性或美德）融合”的思想。

众所周知，在西方政治哲学史脉络下，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是近代政治哲学诞生的标志之一，所谓

“无道德的政治”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政治哲学的登场。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加

之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问题和困境逐渐显露，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近代这种“无道德的政治”不

断被反思和挑战。近代政治哲学基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将政治与道德彻底分离，其合理性

在于保障每一个体的合法权利，避免因道德或宗教借口而干涉或侵犯个人的思想自由和道德选择，但

由此也造成个体主义的盛行。人们崇尚个体主义的原则，使得公共善无从确立，人们身处的共同体的

价值秩序通常是不牢固的。“现代自由政治的社会只能呈现为一群为了共同防卫而捆在一起的‘乌有

乡’公民的集合体而已。……他们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德统一性原则。”[3]可见，西方近代自由

主义的“分离说”也面临一些困境，这为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探讨留下一定空间。在保有近代政治关

于平等、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追求的条件下，吸收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政治与道德融合的思想观念，也许

是当代政治哲学努力的一个方向。在此意义上，船山所论的修己与治人活动均“原本仁义”的思想，在

当代仍可以与不同政治思潮进行富有意义的对话。

而且尤为可贵的是，船山同时意识到政治活动必须保有相对独立的具体原则和价值规范。在政

治与道德融合的前提下，如上所述，他不仅在功夫实践层面上论述“明德”“新民”存在“分殊”关系，而

且意识到在道理层面上政治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船山的这一反省与创建体现在他对《大学》“慎乎德”

之“德”字的解释上。他首先指出，朱子《大学章句》《大学或问》用《大学》开篇所说的“明德”来解释“慎

德”之“德”字的含义，恐怕不妥。他明确指出，“新民之德，非不原本于明德，而顾自有所及于民之德”，

就是说，《大学》固然是强调“新民之德”以“明德”即仁义为其根本原则，但亦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具体

原则和价值规范。据此，船山指出治国章中“慎乎德”的“德”字，其含义不能径直用“明德”来解释，因

为“明德”含义是指天所与人之“仁义”，其抽象性和概括性极高，而“慎乎德”之“德”字，相对而言更为

具体，指向的是“好恶之为功，内严于诚意，而必外著之挈钜之道，然后人土财用之应成焉”[4]。也就是

[1][2]〔明〕王夫之：《读通鉴论》，第713页，第696页。

[3]〔美〕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4]〔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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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慎乎德”主要在好恶之情上用功夫。一方面向内用功，须“诚意”功夫以端正好恶之情，以期达到

发而中节的效验；另一方面向外用功，运用“挈钜之道”功夫，具体而言，“慎其好恶之几得之于心者，慊

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措夫好恶之用行之于道者，尽夫众心之攸好，故臣民一率其举措用缓之公，知其大

公至正而归之也”[1]。因此，治国章“慎乎德”的内涵是指治国者一方面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好恶之情，同

时又要顺应万民好恶之同然，如此一己之好恶才不会与万民之好恶相左，才能形成“大公至正”之举

措，人民才会归顺，才会实现治理得当之效验。

如上所述，船山无疑是儒家政治哲学家，他坚守政治活动与道德活动源于共同的根本原则——仁

义，但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政治活动本身须有相对独立且具体的原则和规矩。可见，船山对政治与道

德关系的解读，一方面恪守“理一”说，保持儒家政治哲学的底色，另一方面可贵的是，在儒家政治哲学

范式内，对政治活动自身相对独立的原则和价值，也给予了一定的尊重和论述。

三、政治与教化之分合：“君德为本”“教化之权下移”及对“德化天下”的批判

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政治活动本身须涵有教化内容，以西方政治哲学话语来说，就是国家（政府）

应该引领或者教导关于某种至善的生活理念。作为一名儒者，船山自然主张“未有教化不起而王道能

兴者也”[2]。据此，在《读通鉴论》中，他高度赞扬苏绰之上书：“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谓夫言政而

无一及于教也。绰以六条饬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3]在此，船山之所以赞赏南北朝西魏名臣

苏绰所上的六条“振饬官常、澄清吏治”言论，就在于苏绰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指出首要的是君主清心

寡欲，其次是实施教化，而汉亡以后论“治道”者几乎无人谈及这些。因此，船山叹道“治道自汉之亡而

晦极矣”，足见他对苏绰这两条说法的赞许。

在儒家看来，政治活动必须担当教化的内容，首先规定政治活动的根本所在是天子或君主（大臣）

之修身。船山也认为，“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4],“君心为万化之原，修己为治人之

本”[5]，“君德之修”是政治活动的根本。船山在《大学》诠释中明确将朱子“明德为本”说法等同于“明君

德为本”，就在于指出政治活动离不开君主的道德修养。换言之，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特别是君主或

大臣的德行修养，是政治活动中的根本；政治人物切实去修身，在行动中显明自己的明德，这是国家

（政府）能够有效地去引领或教导某种至善生活的根本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船山才指出，“以要言

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苟为治人也，则治法因之以建，……其法虽立，文具而已”，“治惟其人，不惟其

法”，“治之敝，任法而不任人”[6]。在用人与行政这两件重要的政治活动中，相对而言，治人的因素更为

关键。原因就在于“法有常而人无常”[7]，“法”（以现代政治哲学术语来说，此“法”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

政策）相对固定，而人事即政治活动却变动不居，很难以不变的法（制度）有效地治理天下国家。正是

在此意义上，船山认为政治活动的关键在于治人，在于有一个好的治理者。而要成为一个好的治理

者，就必须向夏、商、周三代圣王学习，即“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术，而急于学，克此心之爱憎而

已”[8]，此是说，三代圣王并不汲汲于寻求治理天下国家的制度政策，而是用心于学，当然此“学”绝非后

世辞章训诂之学更非佛老之学，而是端正己心之好恶的切实修己之学。

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立场来看，既然政治与道德是分离的，那么国家（政府）就应该保持价值

中立，必须独立于各种道德、宗教观念之外，政治不得致力于公民品格的养成或公民美德的培育，因

[1]〔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442页。

[2][5]〔明〕王夫之：《四书训义》（上），《船山全书》（七），〔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页，第348页。

[3][4][6][7][8]〔明〕王夫之：《读通鉴论》，第653页，第458页，第422、755、234页，第686页，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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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这样做便等于是“法立道德”（legislated morality）。换言之，政府不得动用政策或法律来确立

任何有关好生活的特定观念，而是应当提供中立的权力架构，使人们得以选择他们自己的价值和目

的 [1]。此类立场与船山的上述阐述可谓截然不同。但问题是，不仅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认为政府非

价值中立，而且英美自由主义流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致力于研究公民资格的问题。可见，即便

在倡导价值中立的英美学界，也有学者关注公民们必须展现怎样的技能、品德和行为，才能使民主政

体保持高效、稳定和正义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对公民品德、公民教育、公共理性和慎议民主进行诠

释的基础[2]。因此，实施教化与价值中立两类政治思想主张之间似应存在一个较合宜的张力，以确保

人类政治活动能保有两类观点的优点而尽量避免两者之不足。

如上所述，船山无疑强调政治活动离不开“教化”，认为统治者须切实从事修己之学，德行好的统

治者对于儒家政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船山通过对“教化之权下移”的阐述以及对“德化

天下”的批判，将统治者与实施教化者进行了严肃的分离设计，既确保儒者的教化权，又限定为政者修

身之“为己”意义。

船山指出，孔子兴私学以后的教化境况与三代圣王兼顾统治和实施教化的境况相比，产生了很大

的不同，船山着重提出“教化之权下移”的观点。他说：“孔子之教于洙泗，衰周之世也。上无学而教在

下，故时君不能制焉。而孔子以为无嫌。……三代之隆，学统于上…… 君子于此，以道自任，而不嫌

于尸作师之权者，诚无愧也。……然则以书院为可毁，不得与琳宫梵宇之庄严而并峙；以讲学为必禁，

不得与丹龟刹竿之幻术而偕行；非妒贤病国之小人，谁忍为此戕贼仁义之峻法哉？宋分教于天下，而

道以大明。”[3]此是说，孔子聚徒讲学，在周代末世，当时天子不向学，自此教化之权转移于下，当时君主

不禁止孔子兴教，孔子也不以此为愧。在三代时期，当时天子与大臣一心向学，教化的影响也是有限

的，如吴、越地方有文身之习，杞、莒地方行东夷之礼，面对这些情况，盛德帝王也无可奈何。何况在三

代之衰世，天子与大臣本身无学问，便须在下者——师者（长者）承担起执教兴学的责任。秦汉以后，

读书人增多，一所太学根本无法容纳得下。而且州县之学宫，由当地长官管理，有限定的规程，在此情

形下，读书人想成德成才，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船山指出君子要勇于“以道自任”，就是说，君子要

勇于担当起教化的职责，无须忌讳或愧疚领受“作师之权”。具体而言，在圣人之道不明的情况下，君

子要主动承担明道兴学的责任，申明忠孝的义理，规劝读书人敬爱亲长，树立义利之大防，成就读书人

的德行，从而引导民众向善，这是给日理万机的天子分担劳累，协助他教养读书人和民众，是有功于教

化之事。有人认为书院可毁，讲学该禁。船山指出，这是嫉妒贤才、危害国家的小人，否则不会做出这

种戕害仁义的行为。而且正是因宋代君主能够把教化的职责分给在下的君子，才使大道显明于天

下。归结而言，三代以后，君子无须愧疚，而应勇于担当教化的责任。

在船山看来，三代圣王既是君，又是师，但自孔子兴私学以后，承担教化之职责者便是君子。三代

以后，君主与实施教化的职责是分离的。在《读通鉴论》中，船山指出：“三代之教，一出于天子所立之

学宫，而下无私学……教移于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学，而速丧道以亡。然则后之有天下者，既度

德、量力、因时，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则弘奖在下之师儒，使伸其教，……上无礼，下无学，而后贼民

[1]〔美〕桑德尔：《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朱东华、陈文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286页。

[2]〔加拿大〕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3]〔明〕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十一），〔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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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之统在下久矣。”[1]在此，船山首先分析三代之世，教化固然是全出自天子所建立的学校，没有私

学。但到三代末世，徒有兴学教化的条文，天子没有实修，精意殆亡，于是私学兴起，而国家所设立的

学校反而成为有志君子耻笑的地方。更何况后世君主，既不能躬行圣王之道，又不能使教化尽人之

才，而想把天下之英才收入自己手中，这不是件困难的事吗？船山指出，后世之学均桎梏人之聪明才

智，为君子所不忍说。据此，他主张“自周衰而教移于下”，就是说，周衰以后，教化的权柄就已经在下，

而非在上之君主。秦朝对教权下移甚为忌讳，禁学焚书，不多久便灭亡，“后之有天下者”应考量自己

的德行、能力和时机，知道依靠自己不能教化天下，便应该鼓励在下的师儒去讲学、传道。

由上可见，在船山看来，三代以后，教化之权柄理应在有道之君子（师儒）手中，君主和臣工不应禁

止，反而应鼓励在下者来传道、明道，这便是船山“学之统在下久矣”的思想。基于“三代与三代以后”

历史的划分，船山将教化之权柄放在师儒和学者手中，由此学统、道统得以与政统保持分离，前者才能

对后者进行有效的批判和引导。船山的这一说法与同时代黄宗羲“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明

夷待访录·学校》）的思想极为类似，可以看作这一时期学者对皇权政治的批判与限制。

不仅如此，船山对“德化天下”这一观点也持批评态度。李泽厚曾说唐太宗“纵死囚”故事为后儒

盛赞，并说这是教化先于法刑的最高范例[2]，但船山对此却持批判之论，他指出：“好生恶死，人之情也，

苟有可以得生者，无不用也。”[3]“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如果能够生存下去，即便是豪杰志士也会有所

踌躇不决，何况死刑犯？据船山分析，这些死刑犯之所以能够如约而至，不是因为唐太宗德行多么高

尚光辉，感动了这些死刑犯，而是因当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死囚不得不按时归牢。船山以

极严峻的笔调揭穿了这一“德化死囚”的虚假骗局，理由是“王道平平”，怎么会有这样拔高而不实的政

治事件[4]？由此，船山对单纯地依靠与宣扬“德化”保有一种清醒地批判态度。他说：“夫以德而求化

民，则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则以化民故而饰德，其德伪矣。夫

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至于内行之修，则尤无与于民，而自行其不容已，夫岂

持此为券而以取民之赏哉？……无讼者，孔子之所未遑；德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其所云德化者，

一廉耻荡然之为也。”[5]在此，船山指出，“无讼”即便是圣如孔子也不敢说能做到，“德化”即便是圣如周

公也不敢以此自居，因此，船山以“上下相伪”“廉耻丧尽”来批评所谓“德化”论者。他指出，“与其以德

而求化民，不如以政而治民”，因为“以德化民”极容易造成统治者将自己的德行作为工具或诱饵，以获

取民众的呼应，这样一来，统治者便不是真心诚意地修养其“不容已之明德”（不容停止的明德），反而

是道德作秀或道德作假。因为按照船山的看法，统治者廉洁奉公只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浊行的染污，心

怀慈爱只是为了爱民，都只是为尽自己职分而已，从来没有以此为手段来教化民众。再者，“内行之

修”更与教导民众无关，只是修养自己的德性而已。在此，船山在阐释过程中揭示出两类德性：一类是

廉洁奉公、慈爱百姓这类政治德性；一类是“内行之修”，纯粹是自我提升修养范畴。这一区分极为重

要，是船山重建儒家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

因此，船山在《读通鉴论》中一方面坚持“治惟其人，不惟其法”的观点，另一面又对“有治人，无治

法”这一传统说法提出批评。他指出：“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开治，而法则以制乱，……简为法而无

启以乱源。”[6]就是说，好的统治者是很难遇到的，在治理的初期阶段，好的治理者固然是重要的因素，

[1][3][5][6]〔明〕王夫之：《读通鉴论》，第628页，第767页，第708-709页，第634页，。

[2]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9页。

[4]北宋欧阳修曾撰写《纵囚论》对这一事件也做过分析，与船山分析相近，可参看《欧阳文正公文集·纵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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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制度、政策法规却是制止混乱的保证。“治人”与“治法”孰优孰劣的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反映

出船山极为敏锐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出他对此问题“情景化地处理”。其积极意义在于，

当“治人”难以寻求时，特别是在三代以后的历史情境下，政治制度应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正是在此意

义上，船山高度评价隋朝“创制”的历史意义：“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

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仓递运之类是已。”[1]此是说，隋文帝、隋炀帝固然没有德行，不能

保有天下，但却可以统一天下,因为他们有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法规，比如置仓、递运之类，延续到唐

代、宋代，并没有随着隋代的灭亡而失去其价值。

由以上分析可知，船山政治哲学中既有儒者传统的坚守，认为国家（政府）必须担负某种至善生活

的理念，明确提出“君德为本”的思想观念，这显然不同于现代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立场。但可贵的

是，船山通过对“教化之权下移”的论述，指明实施教化的主体在三代以后已是君子和学者，而非君主

和大臣，可以说，船山通过对教化主体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政府）与教化的分离。同时，

船山对“德化天下”保持了足够的清醒，认为德化极易造成伪德，指明道德修养乃是自己不容已的事，

统治者的修己活动绝不是教化民众的工具或手段。可以看出，船山对国家（政府）在强的意义上实施

教化心怀谨慎和担忧，他期望引导或教化这种至善生活理念的权柄掌握在君子和学者手中，摆脱国家

或政府对教化的控制权。这是船山对儒家政治哲学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发展和转化。

结 论

综上所述，船山通过将“理一分殊”运用到《大学》“明德与新民”关系的解读中，一方面，展现出他

坚守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即政治活动与道德活动原本于同一根本原则——仁义，由此，政治活

动须以教化为其主要内容，规定了统治者（君主和大臣）在政治活动中须以“修身为本”；另一方面，通

过对“慎乎德”和“教化之权下移”的解读以及对“德化天下”的反思与批判，重建儒家有关政治问题的

某些思考。

具体来说，船山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与重建，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坚守“原本仁义”和“君

德为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可贵的是，他充分意识到政治活动具有相对独立的原则、规范以及具

体实践功夫，明确了他关于政治世界相对独立的自觉观念，在政治与道德二者之间坚持一种审慎的

“分殊”观；再者，通过对“教化之权下移”的阐述，将教化责任归于君子（师儒），在一定意义上，将教化

从国家（政府）行为中抽离出来，保证教化事件的道义价值，而且通过对“德化天下”的批判将“修身为

本”这一儒家政治哲学重要议题做了进一步限定，将君主和臣工们“修身”活动的政治内容谨慎地限定

为“尽其在己”，防止将统治者的德行修养作为手段或工具，以期达到化成天下之目的。

王船山身处明清之际思想范式转型期，他在儒家政治哲学内部进行的如上反思与探究，体现了儒

家政治哲学自我发展与更新的生命力。通过回溯船山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与重建，反观当今时代

政治思想的众多理念，儒家政治哲学理应展开新的学术拓展与思想创新。

〔责任编辑：洪 峰〕

[1]〔明〕王夫之：《读通鉴论》，第701-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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